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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解释中的立法意图

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云清*

摘 要 法律文本模糊不清或存在歧义之际,法官应该关注解释是否符合立法意图,这种

立场在英美法上一度居于主流地位。“立法意图”是一个相当灵活多变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

可以指代不同的含义。实践和学理对这一概念的讨论,经常涉及意图与目的、个体意图与集体

意图、语义意图与适用意图的区分。立法意图虽然是偏重主观心理的概念,但却可以经由相对

客观化的解释技术予以辨别。法官可以通过法律文本的显明含义获知立法者明确表述的意

图,通过立法背景资料获取发生学意义上的意图,通过想象性重构的方法获取估算的意图,通

过解释准则获取推定的意图。针对立法意图的批判表明,这一解释方法在运作上必须注重实

用方面的考虑和论证方面的融贯性。

关 键 词 制定法解释 立法意图 语义意图 适用意图

引 言

法律科学业已承认“一般条款不能决定具体案件”。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时,法官须对

法律条文予以合理解释,和个案事实相结合生成裁判结论。在奉行立法优先(legislativesuprem-
acy)的国家中,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尊重立法原意,这一立场经常被归类为意图解释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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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司法裁量的运作机制与偏差控制研究”
(项目编号:17CFX054)的阶段性成果。

应当承认,“立法意图解释方法”严格来说是指在解释法律时将立法意图视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论据,
“立法意图解释理论”则主要侧重于围绕此方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所展开的辩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分的。
但是,为了论述方便,我在行文时将不对此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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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见》(法发〔2018〕10号)的相关措辞表明,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标准之一是符合立法原意,与立法意

图有关的材料可以作为重要的说理性论据。〔2〕从我国实务经验来看,运用立法意图作为解释

论点辨别法律措辞的真实含义,已经成为纠正错误解释的做法。〔3〕在德国和法国等传统大陆

法系国家中,探寻立法意图的做法经常被归入到主观目的论或注释方法,而与客观目的论相对,

其中黑克、贝林等人均对探寻“立法者意志”的做法青睐有加。〔4〕尽管客观目的论往往被尊奉

为“解释的桂冠”,但这类司法宣告往往只取得“法政策”效果,实践中法院同样也关注与立法者意

志有关的历史论据。〔5〕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说,“基于立法意图的论点在所有的制度中会以不同的方式概念化、构
建”。〔6〕但是,二战之后主要国家在立法意图解释方法上所遭遇的问题却惊人地相似。无论

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近年来立法意图解释方法都遭遇客观说的批判,后者经常认为立法

意图并不存在、对于法律解释而言不重要。〔7〕就解释技术而言,立法意图究竟应该基于精神

科学的立场运用主观历史方法探寻历史上立法者的意思,抑或是以客观方法探寻历史上的规

范目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立法意图解释方法内部的分歧。随着我国法律解释理

论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学者们正在逐步推进对这一解释方法的反思与重构。例如,在立法意

图的概括水平设定方面,一些学者试图通过澄清考夫曼等人的类型概念,主张刑事法律解释中

事实类型的归属离不开立法意图所体现的立法者价值判断。〔8〕还有学者认为,虽然主/客观

说之间的争论原则上没有终点,〔9〕但依然不妨碍建立起“主观意思初步优先的整合性理

论”。〔10〕研究法律解释的学者普遍认为,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共同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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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4条的表述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
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关于加强和

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13条则指出:“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

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立法说明等立法材料;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

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6批4个指导性案例之一,一改过去的做法,认为表明知假买假者可依

法主张10倍赔偿。有论者认为,这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意图。参见廖德凯:“司法支持‘打假’与立法意

图一致”,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2月15日,第2版。
如黑克认为:“制定法解释的正确方法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和利益之探究”。参见(德)卡尔·恩吉

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D.NeilMacCormickandRobertS.Summers,InterpretingStatutes:AComparativeStudy,Bur-
lington:AshgatePublishingCompany,1991,p.470.

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6-327页。
参见陈坤:“刑法解释中的类型思维与立法意图”,《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5期,第57页。
这类见解,可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之进展》,文太印刷企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424-425

页。还可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9页。
如雷磊:“再论法律解释的目标———德国主/客观说之争的剖析与整合”,《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

6期,第3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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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文本所蕴含的立法意图”,〔11〕但是就立法意图解释方法而言,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性的工

作依然有待澄清:当法官们言说立法意图时,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法官在实践中如何辨别立

法意图? 立法意图是独立的论点,还是“跨类型”的论点? 立法意图在法律解释中有何局限性?

本文从英美国家对立法意图解释理论的批判性检读入手,以期为上述问题提供可能的方

向和策略。之所以选择英美国家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法律解释问题的普遍性,但更

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特殊性。英美国家虽是普通法国家,但近年来随着制定法成为主要法律渊

源,普通法法官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经验性的做法。〔12〕进入20世纪以后,意图解释理论接

连受到目的解释理论、新文本主义解释理论和动态法律解释理论的冲击。各种解释理论之间

的相互角逐,为确定立法意图在制定法解释活动中的坐标,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实践与学理中的“立法意图”

意图是一个心理谓词,指的是行为人通过做出特定的行为,实现特定的目的的期望。立法

意图是一个非常灵活多变的概念(slipperyconcept),〔13〕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个词汇经常可以

指代不同的含义。因此,在讨论意图解释方法之前,宜先进行语用方面的梳理。一般来说,关

于“何为意图”的争论,经常是围绕意图与目的、个体意图与集体意图、语义意图与适用意图展

开的。

(一)意图与目的

在法学界的讨论中,意图和目的并不是一对容易区分的概念。这是因为“意图”经常可以

指很多种含义,有的时候“意图”可以指一种目的,标志着制定法当中所存在的一般目标或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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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宋保振:“法律解释方法的融贯运作及其规则———以最高院‘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法律科

学》2016年第3期,第39-48页。
卡拉布雷西认为,制定法超越普通法成为首要法律渊源,也就是美国法的“制定法化”,是近年30

年来美国法的“根本性的变化”。参见(美)盖多·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周林刚等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当然,从比较法的意义上来说,制定法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的地位,以及相应的

制定法解释技术与风格,在这两个国家中是有差异的。有学者认为“制定法在英国比在美国起着更显著的作

用”,并且“英国法官倾向于采取较为讲求文本、文字的进路,而美国法官更倾心于较为讲求目的、因而具有实

质性的进路”。参见(美)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金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5年版,第84-85页。这些细微差异非常重要,但因为本文更关心的是立法意图作为一种解释技术,在
英美法中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经验或理论分歧,故暂时不讨论英美法内部的差异。

MGleeson,“TheMeaningofLegislation:Context,PurposeandRespectforFundamentalRights’

AddresstoVictoriaLawFoundation”,Melbourne,31July2008,13,citedfrom MichelleSanson,Statutory
Interpretation,Australia&NewZealan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72.同样的观点,还可参见傅爱

竹:“什么是立法意图———德沃金意图主义法律解释”,《交大法学》2018年第1期,第45-59页。关于立法意

图在不同场合下的所指,seeChristianE.Mammen,UsingLegislativeHistoryinAmericanStatutoryInter-
pretation,NewYork: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pp.11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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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只不过需要找到具体的适用情况;有的时候是指制定法“意图”给出的具体的、个别化的适

用情况。因此,有学者认为意图(intention)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意向意义”(intendmean-

ing),一是“目的”。〔14〕按照这一理解,意图实际上就包括了目的。“意图”和“目的”之间的这

种混用,也是导致意图论和目的论解释方法经常被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约翰斯通(Quintin

Johnstone)就认为,“目的”有的时候指的就是“意图”的别称。〔15〕

按照《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所载一般英语的习惯用法,“意图”(intention)指“你试图要做的

事情,特别是近期内”,而“目的”(purpose)则指“某人想要实现的东西,你做某事的目的就是你

做它的理由。”同时,目的一般指的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希望实现的更为抽象的目标,

而意图指的是关于某种情境的更为具体的心理状态。〔16〕一些学者也主张将意图和目的区分

开来。埃斯克里奇(WilliamN.Eskridge)认为,作为原旨主义理论的其中两个分支,目的论和

意图论之间的区分仅仅是在概括程度上而言的,“立法目的是一个比立法意图更加有弹性的概

念”,〔17〕并且“对立法目的的探究是在比具体的立法意图的探究更高的概括程度上的”。〔18〕

迪克森(ReedDickerson)认为意图和目的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长期目标与短期计划之间的区

分:“通常而言,‘意图’这个词的用法和制定法试图直接表达或者在短期内实现的短期目的相

重叠,而‘目的’这个词则主要指立法机关希望制定法实现或者有助于实现的未来的目

的。”〔19〕

(二)个体意图与集体意图

现代立法是集体作业的成果,因此意图解释方法就会遇到“集体意向性”(collectiveinten-

tions)难题。集体是否可以像个体那样具备意图? 关于这个观点,学者们的讨论大致上可以

区分为个体主义(简单累积和复杂累积)和整体主义的立场,前者以谢默思·米勒(Seumas

Miller)、米歇尔·布莱特曼(MichaelBratman)、拉伊莫·图梅勒(RaimoTuomela)为代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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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SeeJamesM.Landis,“ANoteon‘StatutoryInterpretation’”,HarvardLawReview,Vol.43,

No.6,1930,p.886.
QuintinJohnstone,“AnEvaluationoftheRulesofStatutoryInterpretation”,KansasLaw Re-

view,Vol.3,No.1,1954,p.15.
SeeLawrenceM.Solan,TheLanguageofStatutes:LawsandTheirInterpretation,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0,p.142.
WilliamN.Eskridge,“DynamicStatutoryInterpret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

view,Vol.135,No.6,1987,p.1546.
William N.Eskridge,DynamicStatutoryInterpretation,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6.
ReedDickerson,TheInterpretationandApplicationofStatute,Boston:LittleBrown& Co,

1975,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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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约翰·席勒(JohnSearle)和玛格丽特·基尔伯特(MargaretGilbert)为代表。〔20〕按照个

体主义的立场,集体意图最终可以化约为每个个体所持有的相同意图,而按照整体主义的立

场,集体意图是不可分割的集合概念。

上述分类产生的问题就是,在意图解释的运作过程中究竟应该以哪个(些)立法者的意图

为准。克莱布·内尔森(CalebNelson)持个体主义的立法意图观,他认为立法意图可以表现

为个体立法者对于语义内容的相同理解,因为如果个体立法者都在努力满足拉兹的“道德要

求”,也就是希望根据通行的习惯、原则来解释法律,那么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将这些理解加总为

集体意图亦未尝不可,哪怕立法者隐含的政策偏好会出现投票循环,或者立法过程受到投票顺

序的操纵。〔21〕安德雷·马默抛弃了功利主义的个体主义解释,提出了一种复杂累积解释方

法。他认为,群体意图存在的条件不仅仅是多数人在事实上持有相同的意图,而且这一意图必

须与群体存在一种“非偶然性关联”。〔22〕拉兹则认为,立法意图不能等于个体立法者意图的

加总,这种个体主义的做法忽视了立法行为本身的制度性。在拉兹看来,立法机关和企业、团

体、机构一样,是在制度框架内慎议立法的,因此立法意图应该归于整个立法机关。〔23〕

对立法意图进行数量化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并不统一。法院经常笼

统地声称自己是在寻找“立法机关的意志”或者“议会的意图”,有时又认为立法意图指的是通

过相关制定法的语言合理推断立法机关应该具备的意图,〔24〕但有时也认为“与起草过程相关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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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哲学上对集体意 向 性 的 讨 论,参 见 丛 杭 青、戚 陈 炯:“集 体 意 向 性:个 体 主 义 与 整 体 主 义 之

争”,《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49-56页;秦洁、陈晓平:“集体意向辨析”,《学术研究》2012年第6
期,第10-16页。

SeeCalebNelson,“AResponsetoProfessorManning”,VirginiaLawReview,Vol.91,No.2,

2005,p.458.
参见(美)安 德 雷·马 默:《解 释 与 法 律 理 论》,程 朝 阳 译,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2012年 版,

第187页。

SeeJosephRaz,BetweenAuthorityandInterpretation,New 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2009,p.280.
R.v.SecretaryofStatefortheEnvironment,TransportandtheRegionexparteSpatheHolm

[2001]2AC349,at396,citedfromFARBennion&Barrister,BenniononStatutoryInterpretation:A
Code(FifthEdition),LexisNexis,2008,p.470.“制定法的解释是一种要求法院辨别有争议的词语在特定

语境中的含义的行为。法院的任务经常被说成是辨别议会在相关语言中所表达的意向。这是正确的而且可

能是帮助的,但是要谨记‘议会的意向’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而不是主观的概念。这个短语是法院合理地认为

议会对所用的语言所具有的意向的简称。它不是提出该项立法的部长或其他人的主观意图。也不是起草者、
两院部分成员或多数成员的主观意图。这些人经常会有许多意向。他们对该立法或所使用的词语的理解有

可能是非常全面的,也有可能是非常不全面的。因此,当法院说诸如此类的意思‘不可能是议会所意向的’时
候,它们只是在说相关的词语无法合理地认为就是议会所使用的那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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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人的意图可以正确地看作整个国会的意图”。〔25〕

(三)语义意图、预期意图/适用意图

如果说解释的标准在于寻找作者或者说话者的意图,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对意图的

研究应该在多大的概括水平(generalitylevel)上展开。通常,当我们说到“作者的意图”或者

“说话者的意图”时,我们可以指代下面三种不同的意图:①作者意图做此事或者彼事的意图;

②作者(被理解为)以此种方式或者彼种方式做某事的意图;③作者让某事或者彼事发生的意

图。〔26〕笼统地说,在意图方面会出现适用意图(applicationintention)/预期意图(expectation

intention)和语义意图(semanticintention)之间的差异。格莱斯(H.P.Grice)则在讨论“说话

者的意图”(speaker’sintention)时区分了“非自然的”(non-natural)或者“习惯的”(conven-

tional)/“自然的”(natural)意义。在日常会话中,我们所说的意义(meaning)经常是在前一种

意义上说的,因此说话者意图传达的意义就是说话者期待听众听进去的东西。由此可见,格莱

斯认为说话者的“语义意图”比“适用意图”更加重要。〔27〕格雷西亚(JorgeJ.E.Gracia)同样

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意向可以并且总是指向某种确定意义的传达,但是在特定情况下,作者不

需要对意图的内容有非常具体的认识,有时一种关于目标的模糊观念就足够了。〔28〕

在法学界中,学者们对于立法意图的概括程度也有不同的看法。在针对斯卡利亚的评论

中,德沃金最早区分了两种原意主义,一种是“预期原意主义”(expectationoriginalism),一种

是“语义原意主义”(semanticoriginalism)。前者认为解释应该是找到立法者预期法律条文实

现的后果,而后者则认为解释就是辨别这些条文意图表达的语义。〔29〕类似的,在后来的《原

则问题》一书中,德沃金还提到了“具体的”(concrete)意图和“抽象的”(abstract)意图的区

分。〔30〕有的学者认为,这对区分乃是在“立法机关关于它在立法中所使用的词语的意图”以

及“立法机关关于这些词语的后果的意图”之间所做的区分。〔31〕

语义意图和预期意图之间的区分会直接影响解释结论,从而也就导致了意图论阵营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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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31〕

BankOneChicago,N.A.v.MidwestBank&TrustCo.,516U.S.264M276-277(1996)(Ste-
vens,J.,concurring),citedfromFrankB.Cross,TheTheoryandPracticeofStatutoryInterpretation,Cal-
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9,p.35.

SeeMichaelHancher,“ThreeKindsofIntention”,ComparativeLiterature,Vol.87,No.7,

1972,p.829.
SeeH.P.Grice,“Meaning”,ThePhilosophicalReview,Vol.66,No.3,1957,pp.377-388.
参见(美)乔治·J.E.格雷西亚:《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汪信砚、李志译,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42-43页。

SeeAmyGutmann(ed.),A MatterofInterpret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7,p.119.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SeeMichaelS.Fried,“ATheoryofScrivener’sError”,RutgersLawReview,Vol.52,No.2,

2000,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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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按照预期意图或者适用意图的解释,“禁止残忍及不同寻常的刑罚”可能就不包括鞭刑,但

如果依照语义意图来解释则可以包括鞭刑。那么,究竟哪一种立法意图比较合理呢? 对此,不

妨以布兰德雷·W.米勒(BradleyW.Miller)曾经讨论过的一则加拿大投票权法案为例。按

照这部法案1867年的适用意图,原本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人”(persons)仅仅适用于拥有财

产的自由人,女性并不拥有投票权。〔32〕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语义意图而非适用意图

来解释,更符合当下社会价值。德沃金也倾向于认为语义意图更符合原则化裁判的需要。他

提及这样一种场合:一位企业家要求人事经理为空缺职位寻找“最好的候补者”,并顺便提醒经

理他的儿子也在申请者之列。这位经理完全可以按照语义意图的解释方法选择理想的候选

者,而不是按照企业主的预期意图选择他的儿子。〔33〕从整体上来说,语义意图比适用意图更

加重要,即便是原旨主义(originalism)论者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见解。〔34〕

语义意图相对适用意图的优先性意味着解释者应在较为概括的水平上获取立法意图,法

律只是陈述一条相对宽泛的原则化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在探究立法意图的过程中,解释者宜

以一种类型化的思维方式来解读立法意图,在必要情况下运用类推方法对适用意图进行高度

概括。以“车辆不得驶入公园”为例,我们无需要求立法者对于“车辆”一词有“具体的意图”才

能说立法者有“意图”,因为自行车、卡车只是“车辆”的“例示”。〔35〕

二、立法意图的获取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注意到的,立法意图经常可以用来指涉多种不同的含义。究竟

应该以谁的意图为准,又是什么样的意图,是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意图,是一个人的意图还是少

数人的意图,是实际的、具体的意图,还是假设的、抽象的意图?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

了法官在探究立法意图的过程中可能会参考完全不同的资料(sources),既包括文本内部的资

料,也包括文本外部的资料。

(一)显明含义与“明确表述的意图”

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词语对公众而言具有某种显明含义,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解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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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SeeBradleyW.Miller,“OriginMyth:ThePersonsCase,theLivingTree,andtheNewOriginal-
ism”,inGrantHuscroftandBradleyW.Miller(ed).,TheChallengeofOriginalism:TheoriesofConstitu-
tionalInterpreta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pp.125-126.

RonaldDworkin,“TheArduousVirtueofFidelity:Originalism,Scalia,Tribe,andNerve”,

FordhamLawReview,Vol.65,No.4,1997,p.1255.
例如,正如米歇尔·N.伯曼(MitchellN.Berman)指出的,主流原旨主义者早就已经在批判适用论

原旨主义了:“适用论原旨主义是一个糟糕的观点,即便原旨主义者也没有支持这一观点。”MitchellN.Ber-
man,“OriginalismisBunk”,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84,No.1,2009,p.28.

SeeWalterBennMichaels,“Intentionalism,Again”,CardozoStudiesinLawandLiterature,

Vol.1,No.1,1989,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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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法机关的意图,解释就应该就此终止,法院不会考虑外部资料。正如沃尔德伦指出的:“除

了惯常体现在成文法文本中的意思之外,任何事物———譬如立法者个人或集体的所言、所记或

所为等———都无法提供与‘立法机关的意图’相对应的线索。”〔36〕

由于相信法律文本最能够代表立法机关的意图,因此如果法院没有发现相反证据表明立

法机关有其他的意图,那么法律文本的显明含义就是立法意图的最佳证据。1742年英国的一

个案件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如果一部法案的词语是可疑的、不确定的,正确的做法是探究

立法机关的意图为何;但是,如果立法机关已经通过显明和清楚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意图,过

于深入地探究立法机关的意图则是非常危险的。”〔37〕这一“英式规则”同样也对美国法院产生

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法遵循“排除规则”,也就是在解释法律文本的过程中,不

得参考立法背景资料。〔38〕在1892年之前,美国公法通常还拒绝参考外部立法材料。〔39〕

191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遇到的一个案件还在复述:“如果语言是清晰的,并且不会导致荒谬

或完全不切实际的后果,那么它就是最终立法意图的唯一证据。”〔40〕

这种版本的意图论实际上将文本当作立法意图的客观表现,因此它与文本论之间存在很

多可以对话的空间。正如斯卡利亚所指出的:“我们通常并不是真的在寻找主观的立法意图。

我们寻找的是某种‘客观化的’意图———将法律的文本置于相关的法律体系之下,一个理智健

全的人会从中得到什么。”〔41〕在这里,由于显明含义和立法意图都追求“基线语境”下的解释

传统,所以二者之间形成耦合关系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强版本的意图论实际上还持有更

进一步的主张,即显明含义只是立法意图的外在表征,是可以突破、可以废止的,真正重要的是

立法者的实际意图。正如勒尼德·汉德法官所说:“没有比文义解读更容易产生误解的

了。”〔42〕对于意图解释方法的支持者来说,“语言的自治”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一些学者正

确地指出的:“从根源上来说,文义解释进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语词是工具而不是目

的……首要任务就不是辨别这些词语作为词语向法院或者抽象地或者在日常用法表示什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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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42〕

(美)安德雷·马默:《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张卓明、徐宗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

442页。

Colehanv.Cooke,125Eng.Rep.1231,1233(1742),citedfrom WilliamD.Popkin,Statutesin
Court:TheHistoryandTheoryofStatutoryInterpretation,Durham & 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

1999,p.19.
SeeAntoninScalia&BryanA.Garner,ReadingLaw:TheInterpretationofLegalTexts,MN:

Thomson/West,2012,p.369.
Eskridge,supranote18,p.208.
Caminettiv.UnitedStates,242U.S.470(1917),at490.
AntoninScalia,“Common-LawCourtsinACivil-LawSystem:TheRoleofUnitedStatesFed-

eralCourtsinInterpretingtheConstitutionandLaws”,inGutmann,supranote29,p.17.
Guiseppiv.Walling,144F.2d608(1944),at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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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是立法机关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应该想要表达什么意思。”〔43〕最高法院在一些案件

中也承认这一点。在1928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据说当语言的含义显明时,我们

不得为了提出异议而参考其他证据。但这只是经验形成的公理而非法律规则,因此亦可考虑

其他具有说服力的证据。”〔44〕

(二)立法背景资料与“发生学意图”

安德雷·马默认为,意图解释方法要求当法官面对一个关于制定法的解释问题时,他们首

先应该努力辨别与该争议相关的立法机关的实际意图(actualintent),在发现意图是什么之

后,他们就必须要遵从这个意图并据此来决定案件。〔45〕那么,法官如何才能够知道立法机关

的实际意图呢? 除了通过法律文本(例如制定法的“长标题”、制定法内部条文的结构或者更加

宏大的制定法体系)之外,法官还可以通过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判断立法者的实际意图,在这个

意义上,法官寻找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立法意图。在著名的“谢弗伦公司诉自然资源保护委员

会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两阶段的制定法解释模式,在第一个阶段中法院需要确认

立法机关是否对争议事项有明确意图:“如果法院在使用传统的制定法解释工具之后,确认国

会对案件争议事项确有明确意图,那么该意图就是法律并且应该被实施。”〔46〕最常被援引的

历史资料,莫过于在立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立法背景资料(legislativehistory),包括委员会

报告、议会发言记录、重要人士的观点记录等等。当然,立法背景资料究竟是立法意图的“明确

陈述”(expressstatement)还是“隐含意图”(impliedintent)是有争议的,因为立法背景资料同

样也是需要进一步解读的文本。〔47〕运用立法背景资料辨别立法意图的解释方法虽然近年来

常受到新文本主义者的批判,但整体上法院并未放弃。来自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的告诫是:“当

人脑努力想要发现立法机关的设计,它会抓住所有有用的东西。”〔48〕

(三)想象性重构与“估算的意图”

尽管实际意图是立法意图最为强大的版本,但是在很多疑难案件中实际意图经常是很难

获知的。特别是,立法机关经常未能就将来所遇到的具体事项做出明确指示,实际意图并不存

在。在经历20世纪初期来自詹姆斯·兰蒂斯(JamesM.Landis)和马克思·雷丁(Max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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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JohnM.Kernochan,“StatutoryInterpretation:AnOutlineofMethod”,TheDalhousieLawJour-
nal,Vol.3,No.2,1976,p.341.

BostonSand&GravelCo.v.UnitedStates,278U.S.48(1928).
AndreiMarmor,TheLanguageofLaw,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p.110.
Chevron,USAv.NaturalResourcesDefenseCouncil,467U.S.843(1984),n.9.
弗兰克·克罗斯认为,立法背景资料既可以提供与案件争议事实情节相关的具体意图,也可以提

供一种虽然与案件争议事项的事实情节无关但可以提供解决方向的较为概括的意图。Cross,supranote25,

p.63.关于立法背景资料的解释功能,详细讨论可参见王云清:“立法背景资料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与定位”,
《法学家》2019年第1期,第72-86页。

UnitedStatesv.Fisher,2L.Ed.304(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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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关于立法意图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以辨识的争论之后,〔49〕学者和法官开始探讨“假设性

意图”(hypotheticalintent)或“估算的意图”(imputedintent)。这种解释方法往往以一种虚拟

语气提出如下问题:若立法机关遇到案件争议问题,那么它可能会做出何种决定? 由于这种解

释方法兼有想象、重构立法意图的特征,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之为“想象性重构”。〔50〕

当然,就想象性重构的本质究竟是恢复过去立法者的可能意图,还是着眼于当下的可能意

图,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些立足点的差异可能会导致重构的结论出现动态化的结

果。艾尔豪格(EinerElhauge)主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构技术:“如果制定法的意义模糊

不清,法院应该首先确定是否可以从官方行动中可靠地推理出当下可立法的偏好(eurrenten-

actablepreference)。如果是,那么法院就应该适用当前偏好的默认规则。如果不是,法院应

该适用立法者偏好的默认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内容可能会随着事实环境的变化而世代更替。

如果立法者偏好或者当前偏好都不是非常清楚,那么在那些满足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条件

包括极大可能的立法纠正———的案件类型中,就应该适用一种偏好导出(preference-eliciting)

的默认规则。”〔51〕

(四)解释准则与“推定意图”

当法院遇到多个同等合理的制定法解释结论时,此时法院必须运用其拥有的司法裁量

权以判断何种解释更加合理。但是,这种裁量权还需受到解释准则的限制。所谓的解释准

则是指法院在长期的制定法解释实践中形成的一些经验法则,而非立法机关有意规定的法

律解释规则,其作用更像是法律解释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默认规则。“准确地说,它们绝非严

格意义上的解释‘规则’,而是有关文本理应表达何种含义的推定(presumption)。”〔52〕运用

解释准则来推断立法意图的一个预设是,立法者通过制定法所要传达的含义,应该与立法

当时所流行的解释习惯保持一致,同时,立法者应该也是希望司法机关按照这些习惯来解

释制定法的。由此可见,解释准则虽然和想象性重构方法一样都是在判断立法机关的可能

意图,但基于解释准则所得出的更接近“推定意图”。实践中的解释准则内容较为丰富,不

仅仅包括指向于制定法条文语法、句法、结构等语言学的准则,也包括指向于司法政策判断

的实体性准则。例如,“明示其一视为排除其余”这条解释准则系指,立法者若在制定法条

文中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说明了具体适用情形,则其他未明确列举的情形视为排除。“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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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is,supranote14,pp.886-893;MaxRadin,“StatutoryInterpretation”,HarvardLawRe-
view,Vol.43,No.6,1930,p.863.

关于这一解释方法,详见王云清:“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第50
-57页。

EinerElhauge,StatutoryDefaultRules:HowtoInterpretUnclearLegislation,Cambridge:Har-
vardUniversityPress,2008,pp.13-14.

Scalia&Garner,supranote38,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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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避免”这条解释准则是配合文义解释方法使用的,系指如果文义解释方法可能会产生

荒谬的或者不合理的结果,那么法官应该推定立法者无意于此。另外,刑法当中的“宽容规

则”则主张刑事法律应该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特殊的解释准则要求法官遵循“同类项解释准则”,也就是说在概

括词语之后,若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两个或多个事物,那么这些概括词语只能适用于与列举项同

属的其他事项。法院曾多次运用这条准则解决疑难法律问题。例如,在“电器城诉亚当斯案”

中,〔53〕《联邦仲裁法》(FederalArbitrationAct)的豁免条款规定“水手、铁路工人或从事国外

或跨州贸易活动的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人的劳动合同”不受该法调整。亚当斯在被告电器城当

销售顾问,双方事先签订的雇佣合同约定若有争议必须提交仲裁机构。不久后,亚当斯以雇佣

歧视为由向法院起诉,但被告方认为该项争议应交由仲裁机构。法院认为,若将此条文解释为

所有的雇佣合同,那么该条款本无必要专门提及水手和铁路工人。法院认为应依同类项解释,

将该条款所指的其他合同视为与水手或铁路工人的合同相似的合同,也就是运输类的合同。

正如前文所述,“立法意图”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法官可以在不同的概括水平、不同的

角度获取有关立法意图的信息。这就导致制定法中的意图解释严格来说并非独立的解释方

法,而是多种不同解释技术的综合。尽管立法意图是偏向于立法者主观想法的概念,但却不宜

归入主观解释。和其他所有的解释方法一样,意图解释未能终结主观解释理论和客观解释理

论的分歧,因为“每个文本的(终极)目的都是由各种主观的要素(作者的实际意图)和各种客观

要素(作者的假设性意图或法律制度的‘意图’)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的”。〔54〕

三、立法意图:批判与坚守

制定法解释理论的兴衰起伏与英美国家中立法系统相对普通法系统、法官相对立法者的

地位变迁,以及民主理论的多重样貌存在一定的关系。〔55〕意图解释作为曾经最为强大的解

释方法,在历史上帮助法院解决不少疑难案件,因此很长时间中都是英美国家主导的解释哲

学。然而,自进入20世纪以后,意图解释屡次受到学者和法官攻讦,以至于在与其他解释理论

的竞争中不断退却。

(一)实际意图不可知

意图解释方法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很可能不存在实际的立法意图可以让法官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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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CircuitCityStoresv.Adams,121S.CT.1302(2001).
AharonBarak,“AJudgeonJudging:TheRoleofASupremeCourtinDemocracy”,Harvard

LawReview,Vol.116,No.1,2002,p.67.
不少文献资料均可支撑这一判断。例如,Popkin,supranote37,pp.118,151-152;刘翀、龚廷

泰:“民主理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基于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演变的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14年第

3期,第78-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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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通常想到的都是他们试图应对的相对典型的情况,而且只

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最为紧迫的事例,他们不可能考虑到未来社会所遇到的种种。

因此,说立法机关的意图决定解释,就相当于是在说,立法机关事先就已经预见到了具体案件

中所遇到的事实情节,但这是不可能的。举凡“车辆不得驶入公园”,对于“以太阳能为动力的

车辆”是否可以驶入公园,就很难说立法者是否持有具体的适用意图。当然,在多少案件中不

存在真正的立法意图,这是一个经验层面上有待验证的问题,〔56〕但在实际意图并不清晰甚至

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意图解释之于疑难案件的功效恐怕是有限的。

有的时候,立法者很可能会故意对一些难以形成共识的事项悬疑不决。埃斯克里奇举了

“韦伯案”为例。〔57〕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必须要判断立法者使用“discrimination”的意图究竟

是禁止所有以种族为依据的就业歧视,还是允许以自愿性的纠偏行动为目的的就业区分对待。

回顾立法过程中的争议,南方人认为这部法律要求所有雇员在种族比例上达到平衡,但他们的

目的只是为了通过搬弄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后果吓跑这部法案可能的支持者。这部法案的支

持者可能会认为这种结果太过激进,而否认这部法案要求种族比例的平衡。但是,众议院对韦

伯案所涉争议并没有说什么。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立法机关实际上对韦伯案会有怎么样的意

图,是无法准确预料的。

援引立法背景资料无疑可以为确认立法原意提供史料支撑,事实上现今法院在解释法律

时也毫不回避这类资料。〔58〕然而,当法官试图正确地适用制定法时,他们应该参考立法背景

资料吗? 这种做法是否明智?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应该认为立法背景资料是权威的? 新文本主

义者大多坚决反对援引立法背景资料,其主要理由是立法背景资料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立法过

程,因为立法背景资料经常是事后添加的,参与立法过程的人甚至都没有认真阅读这些材料。

斯卡利亚即基于这一立场,认为“即使立法意图真的存在,也没有理由认为可以在法院所参考

的资料中发现立法意图。”〔59〕尽管美国法上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同意立法背景资料不是立法

意图的简单誊写,但相信法院可以并且应该将稻谷和谷糠分别开”,〔60〕但问题在于,援引立法

背景资料这种看似客观的外在资料,仍然不能保证可以对法官的主观选择构成有效的约束。

当法官在检讨立法背景资料时,出于时间和精力所限,他不可能对所有相关的背景资料都一一

加以梳理。他首先会挑选关键人物的陈述作为判断标准,但是此处的关键人物究竟是指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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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60〕

按照雷丁的说法,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存在真正的立法意图。Radin,supranote49,p.863.
Eskridge,supranote18,p.17.
例如,据沃德法官考证,从1981年开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几乎在每一个制定法案件中都会援引

立法背景资料。SeePatriciaM.Wald,“SomeObservationsontheUseofLegislativeHistoryinthe1981Su-
premeCourtTerm”,IowaLawReview,Vol.68,No.2,1983,p.197.

Scalia&Garner,supranote38,p.376.
DanielA.Farber,PhilipP.Frickey,“LegislativeIntentandPublicChoice”,VirginiaLawRe-

view,Vol.74,No.2,1988,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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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者、还是向委员会做报告的人员,抑或是法案支持者中最有名望的人? 这种选择经常会给

制定法的解释带来不可预测的主观性,以至于哈罗德·利文撒尔(HaroldLeventhal)法官也

无奈地表示,使用立法背景资料“就好像从酒宴的一堆人当中挑出你的朋友一样”。〔61〕

(二)立法意图是一种虚构

从立法机关的角度来看,“立法意图”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因为“意图”只能归结于

个体自然人,作为多成员组织的立法机关并不可能存在拟人化的意图。这个论点早在1930年

就已经为麦克斯·雷丁(MaxRadin)提出,他说:“对于一两个人所起草、相当多人反对、批准

其通过的多数派对之尚且可能并且事实上确实有不同的观点和信念的词语,立法机关当然不

可能有任何与这些词语相关的意图。”〔62〕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法学开始逐渐注意到“公

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重要贡献。如果立法者和其他官员的立法主要是为了他们狭隘的自我

利益,而不是“公共的福利”,那么法官在解释模糊的制定法的时候,就不存在所谓“立法者的意

图”。之后意图论的反对者们开始利用公共选择学派的知识来批判意图论。其中以新文本主

义的代表者弗兰克·伊斯布鲁克(FrankH.Easterbrook)的批判最具有代表性。他承认立法

意图只有在立法者个体身上才能找到,并且否认作为一个整体的立法机关存在“集体意图”,因

为“立法机关是由许多成员组成的,他们并没有隐藏但却可以发现的‘意图’‘设计’……作为一

个整体的机构,有的只是结果”。〔63〕在后来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指出:“立法意图是空洞的。

在立法者的头脑中,你只能找到一锅乱炖。一些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对公共利益

究竟是什么有分歧。一些人一心只想连任,他们只想满足利益集团和政治献金分子。大多数

人则是二者均沾。进入某些人的脑子里,你发现的只有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科的挑战。

意图对自然人来说是虚假的,但说集体机构有意图则是荒唐的。不同的分支会产生一个大操

场———它们给了法官裁量权,但却不是可以归于立法机关的‘意义’”。〔64〕杰里米·沃尔德伦

同样以法律中的分歧为视角指出,现代立法机构大多是有许多成员所组成的,他们各自有着不

同的观点、所属的团体和忠诚对象,因此将立法机构当成是内在统一的“创作者”并赋予其“创

作者的意图”并不合理。他说:“在制定法文本严格体现的含义之外,并不存在对应于‘立法机

关意图’的状态或者条件,其他任何事物———例如,特定立法者个人或者群体所说、所写或者所

为———都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线索。”〔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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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Wald,supranote58,pp.195,214.
Radin,supranote49,p.870.
FrankH.Easterbrook,“Statute’sDomains”,The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Vol.50,

No.2,1983,p.547.
FrankH.Easterbrook,“Text,History,andStructureinStatutoryInterpretation”,Harvard

JournalofLawandPublicPolicy,Vol.17,No.1,1994,p.68.
(美)杰里米·沃尔德伦:《法律与分歧》,王柱国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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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图的支持者试图对上述批判做出回应。一种巧妙的回应方式是:立法意图虽然是

一种幻象,但却是一种有用且无伤大雅的拟制。内尔森承认集体意图是一种人为的构造物。

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它和任何人的真正意图都没有关系,或者没有办法根据集体意图与

个人意图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解释工具的合理性。当有人在评价某种解释工具是否合理时,讨

论这种工具的使用究竟是缩小还是扩宽了立法机关的个体立法者和解释者的理解之间的差

异,这是完全合理的。〔66〕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在更强的意义上为立法意图做辩护,他们认为

立法意图不仅仅存在,而且也是可以现实地发现的。英国学者本宁(F.A.R.Bennion)认为,否

认立法意图可能会产生反民主的后果,而且与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一般认知有矛盾,“立法意图

并不是一种幻象或者虚构,而是根源于立法过程的性质本身的现实”。〔67〕辛克莱尔(M.B.

W.Sinclair)也提出了和本宁近乎相同的论证逻辑。他指出,探究立法意图是一种自然而然的

做法,实践中法官也是这么做的。至于公共选择理论所提出的质疑,辛克莱尔认为,我们应该

将立法动机和立法意图区分开,虽然立法者有可能在立法过程中形成妥协,但真正重要的是反

映在公共记录当中的相关信息,透过这些信息可以发现立法者的意图。〔68〕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立场分歧,意味着立法意图并不直接等于参与立法过程的某一立

法者个人的意图。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立法机关才能拥有意图,那么任何一位立法者的陈述都

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在实践中,法院往往会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例如法案提案人等

“关键立法者”的表述比其他立法者的表述更具权威性,代表多数派的立法者的表述比失败方

的表述更具权威性,委员会报告在各群体中是最权威的。但应该注意的是,上述材料只有在没

有相反论据的前提下方可代表立法意图。

(三)立法意图与司法义务

关于立法意图所产生的司法义务,也即法官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以立法意图作为最终

判断标准,不同学者的观点或有微妙差别。站在强意图论一边的学者往往基于立法优先性、民

主正当性和司法谦抑等考量,主张一种强遵从的做法。例如,瓦特·本·迈克尔认为:“如果你

不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作者的意图,你就没有办法解释文本,也许更加有争议的是,如果你参考

作者意图之外的某些东西———比如,原初的公共意义或因时而异的正义原则,那么你就无法

(融贯地并且不武断地)认为你自己还在进行解释文本。”〔69〕然而,受到解释学中的读者中心

论和文本自治论的冲击,和法律文化中固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意图解释论需要在立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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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SeeCalebNelson,“WhatisTextualism?”,VirginiaLawReview,Vol.91,No.2,2005,p.362.
Bennion&Barrister,supranote24,p.472,474.
SeeM.B.W.Sinclair,“LegislativeIntent:FactorFabrication?”,NewYorkSchoolLawReview,

Vol.41,No.3,1997,pp.1355-1360.
WalterBennMichaels,“ADefenseofOldOriginalism”,WesternNew EnglandLaw Review,

Vol.31,No.1,2009,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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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权威性和例外情况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

一种例外情况是,当社会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时,立法者的历史原意的约束力将会趋弱,法

官应该进行动态解释。埃斯克利奇教授在《动态法律解释》中坚持这一立场,〔70〕他提到了“同

性恋入境”的法律解释难题。美国1952年的《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andNationality

Act)曾经规定“病态人格、癫痫或有心理缺陷的外国人”不得入境。按照当时医学上流行的理

解,同性恋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但是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随着医学知识的发展和社会宽

容,同性恋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并积极地争取平等的公民权。由于立法者并未预见到此种

情势变更,立法者的历史原意对于当下法院并没有产生足够的约束力。

安德雷·马默在《解释与法律理论》一书中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马默接受了拉兹的“正

常证成论题”(normaljustificationthesis):权威之所以为权威,是因为遵从该权威的指令比自

己去弄清楚行动理由或以那些理由行事更好。〔71〕在这种情况下,尊重立法权威之指令就应

该遵从立法权威之意图。但是,对于正常证成论题来说,还需要借助两个重要的论证理由:一

是“专业知识论题”,即之所以要尊重立法权威,是因为立法机关拥有比其他机关更为专业的知

识;二是“集体行动论题”,即尊重立法权威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其中,专业

知识论题比集体行动论题更能够论证遵从立法意图的需要。马默对立法意图的权威性来源的

讨论,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为立法意图解释设定了一个必要的边界:倘若立法机关对特定事项

并不拥有专业知识,或者说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当时所依赖的专业知识已经落后于时代,那么立

法意图对于法院的约束力就会趋弱。在实践中,法官可以通过立法背景资料考察立法者的专

业知识水平,就法律的新旧情况判断立法者专业知识与时代变化是否脱节,以及就立法者的

“深层意图”与“适用意图”的取舍进行辩证考量。〔72〕

第二种例外情况是,如果制定法文本或者实际立法意图可能产生荒谬或者不合理的结果,

那么法院应该尝试突破立法意图的约束。在普通法上,这种做法往往与“荒谬结果避免规则”

或者“制定法的衡平解释”相关联,进而产生限缩解释、扩张解释和例外创设等不同的法效果。

不过,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坚守立法意图解释的学者或者法官并未在修辞方式上彻底放弃

立法意图,更未认为灵活解释会损害立法权威。在1949年的一起案件中,英国法官认为对于

制定法的解释应该首先推定立法机关的行动均系理性、公正,对于制定法文字用语的解释不应

局限于通常含义或字面含义,“应该灵活地拓展到能够从制定法应该实现的目的或目标当中推

断出来的最合理的意义”,这才是“立法机关真正的‘意图’”。〔73〕这种解释方法是以立法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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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Eskridge,supranote18,pp.51-58.
马默,见前注〔22〕,第202页。
马默,见前注〔22〕,第204-206页。
[1949]1W.W.W.R.14at15(B.C.C.A.),citedfromRuthSullivan,StatutoryInterpretation

(2ndEdition),Toronto:IrwinLawInc.,2007,pp.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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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推定作为逻辑起点的。师从菲尼斯的理查德·埃金斯(RichardEkins)近年来为意图解

释理论所做的辩护策略,与美国过程法学派哈特与萨克斯等人有关立法机关的理性预设一样,

都偏向于支持“合理推断的立法意图”。在他看来,立法机关的目标在于通过审慎的立法追求

共同的善,而立法过程是理性的、经过审慎考量的,因此理解制定法的含义就意味着理解立法

机关在表述相关的制定法文本的过程中意图表达的含义。〔74〕

基于两种情况,制定法解释中立法意图的运用必须遵守两个一般性的规则:第一,制定法

的历史越是悠久,那么具体适用意图将会趋弱,概括意图的约束力就越强;第二,制定法文本导

致的结果越是荒谬或不合理,法官偏离立法意图的做法就越正当。

(四)立法意图中的司法裁量

或许对于特定事项而言,立法者可能没有具体的、实际的意图,因此法官需要做的是去讨

论立法者所持有的“概括意图”或者“语义意图”,或者进行想象性重构。然而,想象性重构归根

到底并不是在重构,而是带有法官价值判断的想象。〔75〕概括意图或语义意图虽然可以借助

类型化解决疑难问题,但解释结论却高度依赖于法官选择的概括程度。在疑难案件中,倘若不

同种类的意图导向不同的结论,此时法官应该如何抉择? 立法意图的概念分析不足以回答此

类问题,不少学者纷纷表示概念上的“不融贯”可能会导致“法官在适用制定法的过程中有着非

常大的立法裁量权”。〔76〕司法裁量空间的存在意味着立法意图只能作为制定法解释的其中

一个论点,在实践中需辅以其他论据方可实现融贯论证。

类似的争议已经在一些比较典型的疑难案件中产生了。在“田纳西州管理局诉希尔案”

中,〔77〕一座即将竣工水坝建设因为可能毁坏一种毫无生态价值的蜗牛鱼的栖息地,而被诉要

求停止施工。根据当时美国国会制定的《濒危物种法案》,所有政府部门和机构必须采取“必要

措施,以确保其许可、资助或实施的行为不危及濒危物种的继续生存”。但是,沃伦·伯格法官

代表多数派意见,认为制定法文本清晰明白,“实施”包括工程的持续和开始,立法背景资料对

此并无反证,并且拒绝了想象性重构方法。伯格认为,《濒危物种法案》的立法意图是保护濒危

物种的生存,“无论代价如何”。鲍威尔法官在异议意见中则支持管理局的抗辩,他认为专门委

员会报告和国会在明知本案争议的情况下,仍然批准继续建造水坝的行为,表明国会有意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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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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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ichardEkins,TheNatureofLegislativeIntent,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

pp.244-245.
这个批评意见来自波斯纳。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国内相关研究也承认这一点。参见刘翀、龚廷泰:“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

性重构”,《江海学刊》2014年第4期,第201-208页;李可:“对法律意图主义的另类思考———基于想象性重

构条件之考察”,《北方法学》2012年第1期,第27-31页。

Eskridge,supranote17,p.1507.
TennesseeValleyAuthorityv.Hill,98S.Ct.2279(1978),对该案的讨论还可参见(美)罗纳德·德

沃金:《法律帝国》,许杨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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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建设工程排除在外。同时,从该法的措辞方式上看,“许可、资助或实施的行为”是指尚未

开始建造的工程,而非即将竣工的工程。抛开两位法官对立法意图的事实性判断的正确性不

谈,环保利益至上还是经济利益至上无疑影响了他们对立法意图的判断。

由于立法意图这一概念本身的灵活性,可能会促使法官将之视为践行个人司法哲学的魔

法棒。一些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从具体意图(这乃是‘意图主义’理论最正当的依据)开始到

越来越抽象的意图,制定法解释的民主正当性会递减,会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而且还会越来越

受到非立法者的价值选择的影响,因此会和法律之治产生张力。”〔78〕为了有效约束法官的裁

量空间,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对立法意图的分层构造及其优先关系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一

种大致上的位阶关系是:制定法文本所表露出来的立法意图优先于其他意图;具体的适用意图

优先于抽象的意图;有立法背景资料作为支撑的意图优先于推测性质的意图;行政机关对立法

意图的判断若是合理可靠的,那么法院应该予以尊重。与此同时,学理和实务也承认基于立法

意图的论点是“跨类型的”(transcategorical),〔79〕因此应该尊重各种解释论据之间的融贯运

作。如俄勒冈州的“PGE框架”即裁决:①制定法条文的文本是解释的出发点,在此阶段法院

宜考虑相关的解释准则;②当且仅当无法从文本和语境分析中辨别立法意图时,法院方可考虑

立法背景资料;③在考虑文本、语境和立法背景资料后,若立法机关的意图仍旧不清楚,法院可

参考制定法解释的一般格言。但是,这类框架毕竟只是各州法院的司法努力,它既不具有正式

的法律约束力,也不能基于“方法论上的遵循先例”对各级法院产生事实性的约束力。〔80〕由

此而言,裁量问题和论证融贯性恐怕仍将困扰立法意图。

四、结 语

维也纳小组成员纽拉特(OttoNeurath)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一艘船在大

海上航行,中途甲板损坏必须尽快维修,但此时船只已经远离船坞根本来不及返航,那么水手

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只能在保留足够的立足之地的前提下尽快修复甲板,不能拆除全部甲

板。“准确的重构文本的作者原意虽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理解作者原意,也不意味着理解作者原意的尝试根本无助于对文本的理解。”〔81〕以立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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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P.Terrell,“StatutoryEpistemology:MappingtheInterpretationDebate”,EmoryLaw
Journal,Vol.53,No.2,2004,pp.532-533.

MacCormick&Summers,supranote6,p.515.
关于各州法院所作的努力及其评析,可参见AbbeR.Gluck,“TheStatesasLaboratoriesofStatu-

toryInterpretation:MethodologicalConsensusandtheNew ModifiedTextualism”,TheYaleLawJournal,

Vol.119,No.8,2010,pp.1750-1862.
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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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为制定法解释的核心范畴,可以将司法实践中的绝大多数解释分歧转变成围绕“立法意

图”展开的经验性分歧,进而将讨论转向更加聚焦的问题,即何种解释能够最佳地实现立法意

图。制定法中的立法意图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既可以包容文本解释,亦可以包容目的解

释和动态的解释。当然,正如本文对意图解释的分析试图表明的,虽然在一些案件中立法意图

能够帮助法官寻找到恰当的答案,但是这一概念的方法论运作依然存在着诸多值得进一步予

以探讨的问题,因此立法意图绝非法律解释的终焉之地。立法意图虽然是不可放弃的制定法

解释言说方式,但其运作还必须在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寻求论证上的融贯。

Abstract:Whenthelegaltextisambiguous,thejudgeshouldpayattentiontowhethertheinterpreta-

tionisinlinewiththelegislativeintent,whichonceprevailedincommonlaw.“Legislativeintent”isa

ratherflexibleconceptthatcanrefertodifferentmeaningsindifferentcontexts.Discursionsoflegislative

intentofteninvolveadistinctionbetweenintentandpurpose,individualintentandcollectiveintent,se-

manticintentandapplicationintent.Thereasonwhyjudgesshouldadoptlegislativeintentasthestandard

intheinterpretationoflawcanbeprovedfromtheperspectiveofcommunicationintentionandlegislative

authority.Althoughthelegislativeintentissomewhatasubjectivepsychologicalconcept,itcanbedistin-

guishedbytherelativelyobjectiveinterpretativetechnique.Judgescanacquiretheexpressedintentionof

legislatorsfromtheplainmeaningofthelegaltext,geneticintentionfromlegislativehistory,imputedin-

tentionbymeansofimaginativereconstruction,andpresumptiveintentionbyinterpretivecanons.There-

fore,interpretationwithreferencetolegislativeintentshouldpayattentiontopragmaticconsiderations

andargumentativecoherence.

KeyWords:StatutoryInterpretation;LegislativeIntent;SemanticIntent;ApplicationIntent

(责任编辑:阎 天)

·6761·

中外法学 2020年第6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